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期

摘 要 :《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 , 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

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 , 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

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 ,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

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 ,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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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新青年》杂志因

倡导“文学革命”和激烈“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
［1］，被视为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肇始与标志，

成为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杂志之一。近

年来，《新青年》杂志引起学术界重视和研究兴趣，人

们研究“他的编辑方针，他的编辑部，他那个著名的同

人圈子”［2］，探讨它跟晚清变法、辛亥革命等革新思想

“一脉相承的”［3］渊源关系。与《新青年》初期、中期形

成研究热潮的现状相比，《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后期研究却显得沉寂，其与新文学发展潮流的关系尚

未得到广泛探讨。深入研究《新青年》“文学革命”之后

逐渐疏远新文学发展潮流的情状及原因，以便全面、

深入认识《新青年》在新文学史上的价值及性质，应是

《新青年》研究及新文学史研究不容忽视的课题。

受五四爱国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影响，新文学进入

20年代后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

蒙向文学启蒙转型，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发

展，以革命文学来推动、完成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

呼声高涨。在这种双重的语境转换中，《新青年》杂志

仍然恪守自己的文化启蒙与启蒙文学，逐渐失却推动

新文学发展的动力及社会影响力。《新青年》由文学革

命的急先锋瞬间沦为新文学的落伍者，表面上是其机

关刊物的转变所致，实质上却是它的编辑思想守旧、

僵化造成的，未能随着文化与文学潮流的发展而改变

刊物的性质与同人态度。

一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落潮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逐

渐高涨，五四启蒙文化运动产生新的历史变化。思想

觉悟的新青年积极实践文学与革命，新文学由启蒙文

学向革命文学发展。新文学与现代革命的日渐结合，

使革命文学在五卅运动前后走向初步繁荣。

1917年《新青年》进行的“文学革命”运动，催生了

中国现代的启蒙主义文学。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

作人等《新青年》同人，不仅以通俗的“白话”创制新文

学的表现形式，以便为未来民族国家创造“文学的国

语”，而且以“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创制新文学的

现代启蒙性质，即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

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4］，从而实现跟传统文学的

彻底决裂。《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文化刊物积极入

盟，壮大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力量；《晨报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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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国民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报纸及其

副刊，纷纷改变态度转而发表白话文学创作。文学革

命的“白话文运动”在短暂的二、三年间取得决定性胜

利。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学出现初步繁荣的历史

景象，众多青年与学生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众多的

新文学社团与刊物大量涌现。在启蒙主义“人的文学”

影响下，“人生问题”、“青年爱情”、“女子问题”等各种

“辟人荒”的文学主题成为创作热潮。

几乎在“人的文学”刚刚盛行的时候，社会上出现

了对它的批评。1920年底，北京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系

的师生郭梦良、陈伯隽、陈启修、王世杰、高一涵、费觉

天等人，组织、成立一个新文化团体，创办了《评论之

评论》杂志高扬起“评论”的天职和使命，决心为混乱、

黑暗的中国社会开辟一个公共的言论机关。本着这种

“评论”的态度，费觉天批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

导者，认为他们过于重视革命理论或主义的宣传，而

忽略文学对革命的巨大作用和价值。他认为，革命“所

持的是盲目的信仰，情感的冲动，而非理智”［5］，在唤

起民众的革命情绪方面，革命理论的宣传不如文学的

感染那样奏效。为了中国的革命计，他呼吁革命家要

拿起文学这个利器，要求从事新文学的人要自觉地建

设“革命的文学”，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和社会革

命任务的完成。1921年7月，他写信给远在上海的郑振

铎，表达自己的思考并希望唤起文学研究会的重视。

他说：“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

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

的文学家。今日中国有么！我未曾见。我相信今日中

国革命能否成功，全视在此期间能否产出几个革命的

文学家。”［6］

费觉天要求革命者重视文学的作用，得到郑振

铎、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的呼应和支持。郑振铎认

为，“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能够使革

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

家”。他从文学是“情感的产品”的观念出发，认为在

刺激人们的革命情绪方面，革命文学的感染比革命理

论的说教有效。他说，“俄国的革命虽不能说是完全是

灰色的文学家的功劳，然而这班文学家所播下的革命

种子却着实不少。就是法国的大革命，福绿特尔的作

品对于它也是显很大的能力的。”［7］。文学研究会成员

李之常也认为，在“第四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代革

命中，血泪的、革命的、民众的文学所发挥的作用胜于

宣传革命理论的“小册子”，期望革命启蒙者高扬起文

学是“时代的指导者、鞭策者”的旗帜，“革命的完成者

在中国舍文学又有什么呢？”［8］茅盾把革命文学视为

世界文学的新生潮流，认为它“能够担当起唤醒民众

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盼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

文坛的大转变时期”［9］。

文学研究会强调文学家与文学的重要作用，并非

仅是对费觉天的简单响应，而是对新文学建设的思考

及新文学话语权的争夺。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

文学，但当时文坛礼拜六、黑幕小说等盛行不衰。受五

四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代情绪影响，文学研究会

将文学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努力将新文学建设成

反映社会、表现现代革命精神的文学，成为“新时代的

先驱，为人生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10］。然而，五四

时期西方学说与革命理论的宣传成为新文化运动主

流，文学革命仅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个子系统。因此，新

文学的社会空间不仅要靠反抗旧文学来争取，而且要

靠批评新文化运动“主义热”来实现，即“文学是大有

功于革命，而革命家必得藉助于文学”［11］。文学研究会

重视文学家作用的主张，跟恽代英、邓中夏等革命家

的态度构成鲜明对立，后者认为就革命而言重要的是

革命者而非文学家,“印度有了一个甘地，胜过了一百

个文学家的泰戈尔”［12］。

《评论之评论》与文学研究会批评革命家轻视文

学家的同时，也批评启蒙主义文学日趋泛滥与浅薄的

堕落趋势，积极从事“革命文学”的建设，以实现文学

与革命的结合，完成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历史

任务。郑振铎批评新文坛现在所有的“最高等的不过

是家庭黑暗婚姻痛苦，学校生活，与纯粹的母爱的描

写者”，而“叙述旧的黑暗，如士兵之残杀，牢狱之残

状，工人农人之痛苦，乡绅之横暴等等情形的作品可

称得是‘绝无仅有’”［13］。他指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

文学和泪的文学几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

作品甚些吧。”［14］李之常支持这种“血泪”文学观念，呼

吁新文学要反映 “中国的多方面的病的现象之真况”
［15］。他们认为这种描写社会痛苦的文学，能唤醒、培养

人们的革命情感，“一般人看了以后，就是向没有与这

个黑暗接触过的，也会不期然而然的发生出憎恨的感

情来”，革命就需要“这种憎恨与涕泣不禁的感情”［16］。

新文学应成为革命文学而非“风花雪月”性质的启蒙

文学，得到创造社与早期共产党人的积极响应。1923

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元老以《创造周

报》为阵地，开展热烈的新文学使命的讨论，他们在坚

持自我表现的文学观念基础上，决意今后的创作要表

现生命的反抗烈火，要“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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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裸的人性”［17］。他们指出革命文学批判的对象，不仅

是制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军阀列强，而且是束缚生命

自由的社会制度与“天理国法人情”。恽代英、邓中夏、

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也转变鄙视文学的态度，认为

文学不是清高的“雅人韵事”，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像托

尔斯泰一样到民间去，到社会黑暗、痛苦的地狱中去，

以体验人间的不幸和艰苦。他们劝导文学家要多创作

“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与“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

作品”，认为在军阀专权、列强剥削日益沉重的社会境

况中，富有刺激性的革命文学能“警醒已死的人心，抬

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

精神”［18］。

总之，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的落潮与国民革命运动

的逐渐高涨，新文学家与革命家都产生对启蒙主义文

学的不满与批评，呼吁新文学要表现出“革命”的情绪

与性质，以实现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

1923年后，留俄知识分子瞿秋白、蒋光慈等人先后归

国，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一起，以《中国青年》、《民

国日报》、《文学旬刊》等为园地，积极进行革命文学的

创作与建设，推动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向革命文学的转

型。革命文学潮流在五卅运动前后迅速兴盛起来。

在1920年代中期，热情提倡革命文学的应是《民

国日报》与《中国青年》。在国共合作之初，《民国日报》

副刊主笔邵力子邀请共产党人加入副刊编辑队伍。

1924年5月20日，茅盾创办、主编《杭育》副刊（后由何

味辛继任），以“血花”、“红花”栏目选刊大量革命诗

歌，刊发许多描写下层社会生活的小说。1924年11月，

沈泽民接编《觉悟》副刊，决定逐日发表蒋光慈的革命

文学创作，向文坛介绍这位刚从俄国归来并以革命作

家自负的诗人，又联合上海大学师生成立春雷文学

社，在《觉悟》上开辟“春雷文学专号”。《民国日报》的

《觉悟》和《杭育》副刊，由于共产党人茅盾、何味辛、沈

泽民的接编，不仅大量发表革命文学作品，而且积极

支持革命文学社团悟悟社、春雷文学社的文学活动，

使其成为19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园地。受

革命文学潮流的影响，尤其是瞿秋白、陆定一先后参

加编辑，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热情发

表革命文学创作，既发表刘一声、朱自清、绍吾、吴雨

铭等革命诗人的诗作，又发表瞿秋白、济川、陆定一等

人创作或翻译的革命小说或童话。总之，《国民日报》

与《中国青年》成为革命文学倡导的急先锋，成为时代

情绪与文学潮流高涨的文化象征。

从费觉天的最初呐喊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共

产党人的积极提倡，从国内新文学家革命文学的意识

自觉到瞿秋白、蒋光慈等国后的积极加入，从革命文

学的主张到悟悟社、春雷文学社的出现，都表明革命

文学已成为“‘五四’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19］。在文化

启蒙向文学启蒙、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转变的历史语

境中，《新青年》逐渐失去文学热情和发展自己的动

力，新文坛上的地位与作用被 《中国青年》、《民国日

报》等所取代。

二

《新青年》的创刊宗旨及其实际编辑方针、基本面

貌，呈现出以学术文化促进思想革命的历史追求。在

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它开展了社会、政治、宗教及文

学等问题的讨论，因激烈批判封建礼教和进行文学革

命而取得社会影响。文学革命成功后，《新青年》失去

对新文学的关注，逐渐脱离新文学的发展潮流，给人

留下它提倡文学革命 “本来就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虔

敬”［20］的历史印象。

《新青年》创刊宗旨是“盖欲以青年诸君商榷将来

所以修身治国之道”［21］，这使它成为一个思想文化刊

物而非文学性质的杂志。随着胡适的加入及文学革命

的倡导，随着它的北迁及北京大学革新力量的参与，

《新青年》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浓厚。胡适的白话诗尝

试、鲁迅的小说创作、《新青年》同人的“随感录”等，都

赋予《新青年》强烈的文学倾向。从1918年1月15日4卷

1号开始，《新青年》发表文学方面的文章明显增多，并

且占据每期的首要位置，4卷4号、5卷4号就把文学性

质的文章排在杂志头版位置，4卷6期、5卷4期两期全

都是文学性质的文章。这些迹象表明，《新青年》在

1918年后对文学倾注更多热情。在此期间，《新青年》

发生由思想学术刊物向文学杂志的变化，完成以白话

取代文言的文学变革，取得以学院的合法性向社会传

播、渗透的历史胜利。《新青年》进行文学革命的动因，

是要使“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利器与国语的手段，

但随着白话文作者的增多与教育界通过小学教科书

改用白话文的议案，文学革命完成的同时也意味着文

学“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22］。1919年12月1日的7卷1

号成为《新青年》历史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不仅是“从

学术化向政治化的转变”［23］，而且是文学性质向思想

文化性质的重返。7卷以后的《新青年》头版位置让给

“政治”和“新思潮”，大量版面被政治、社会、教育、文

化等方面的文章挤占，而文学创作、翻译等重新成为

杂志的“报屁股”。尤其是7卷4号的“人口问题”专号和

7卷6号的“劳动节纪念号”以后，文学方面的文字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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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少。1920年9月8卷1号开始，《新青年》明显成为宣传

社会主义运动的刊物，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作者群取

代了原先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赋予《新青年》浓厚的

政治色彩，也使《新青年》遭遇军阀政府压力而被迫南

迁广州。此时，《新青年》每期刊载的少许文学作品，不

仅跟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不协调，而且失去实践文

学的热情气象，成为真正装饰杂志的“应景”栏目。《新

青年》编辑方针与面貌的调整、变化，隐喻从文学重返

文化的意图，尽管它每期还发表几首诗歌或一、两篇

小说，主编陈独秀还“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

作小说”［24］，但疏离、淡漠文学的情状十分明显。《新青

年》日益疏远新文学，跟文学革命任务的完成有关，与

陈独秀重新介入社会政治的决意有关，更主要的是

《新青年》同人多是非文学家的启蒙主义者，他们促成

新文学的诞生但并不愿意去实践它。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重新出版后，

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从此彻底脱离新文

学潮流、不再关注文学。《新青年》季刊出版宣言提出

“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以“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

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25］，第1期以头版位置发表文学

作品［26］，但2期以后直到1926年7月停刊，除发表蒋光

慈几篇随感性质的《并非闲话》杂文外，再没有发表文

学方面的文章。《新青年》季刊希望继承《新青年》时期

的杂志风格，希望发表“革命文学”以便与新文学潮

流、时代潮流保持一致，但它最终还是成为纯粹理论

刊物的风格。《新青年》季刊“新宣言”与实际编辑的差

异，可能隐含这样的冲突，即陈独秀、瞿秋白等编者的

文学爱好跟共产党组织强调理论宣传的矛盾。总之，

《新青年》进入季刊时期就彻底疏离新文学，成为名副

其实的理论宣传刊物，失去对新文学的建设与影响。

《新青年》疏离新文学潮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

先，《新青年》没有保持与新文坛的紧密联系，既不能

吸收冰心、郭沫若、康白情、叶圣陶等崭露头角的文学

新秀，也不留意新文学发展状况与趋向；换句话说，

《新青年》开创的“白话文学”被新文学潮流抛在身后，

白话诗歌的诗性探索与创作被《新潮》、《少年中国》等

后起者取代，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的小说也

遮蔽鲁迅小说的锋芒。受同人刊物的影响，《新青年》

还发表一些不和时宜的“关系稿”［27］。因此，《新青年》

20年代后就不断遭到成仿吾、闻一多、蒋光慈等人的

批评。其次，《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后，其倡导者多转

向自己的专业领域。文学革命者除周氏兄弟外多为

“半路出家”的作家，他们从事文学革命仅为“开风气”

的倡导，文学革命成功后就不再从事文学，胡适致力

于再造文明的新文化建设，钱玄同、刘半农埋首语言

学，陈独秀热衷社会与政治。启蒙主义者非文学家的

身份，使他们无法、无力继续实践新文学的开拓，为新

文学发展做出更多、更大贡献。最后，《新青年》季刊时

期完全失去文学的热情，取消了“文艺栏”而不再发表

文学作品。如果说，这是它机关刊物的性质使然，那

么，同样为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为何越来越多地发

表革命文学？［28］为何《民国日报》对革命文学倾注热

情？可见，这跟《新青年》季刊的性质并未有必然关系。

陈独秀为季刊撰写的新宣言，曾要求季刊要收集革命

文学作品以兴起革命情绪，但季刊却违背陈独秀意愿

而致力于理论宣传，其间隐喻的矛盾与冲突耐人寻

味。

《新青年》主要受到陈独秀的影响与控制，通过新

文化创造新的政治理想进而改造社会的宗旨始终没

有动摇。文学革命期间，它虽对文学产生过短暂的热

情，其意义不过是 “为新思想凿通一条传播的渠道”
［29］，白话文胜利之后就逐渐减退文学建设的热情。《新

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建设新文学

传统与推动新文学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

三

《新青年》同人的非文学家身份，并不是它与新文

学潮流疏离的根本原因。杂志的文化性质与同人圈

子，是导致它逐渐背离新文学潮流的真正原因所在。

《新青年》是文化性质的刊物，前期的文化启蒙与

后期的理论宣传，都使它不能像文学杂志那样致力于

文学。《新青年》的创办是为“探求拯救中国之道而奋

斗”［30］，注重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革新国民的灵魂，尽

管它创刊时就设有“文艺栏”，“文艺栏”始终也没有被

取消，但那不过是丰富杂志内容的一种方式。1916年2

月，胡适向陈独秀表达“为祖国造新文学”［31］的愿望

后，《新青年》开始关心文学并萌生文学革命的意志，

因为陈独秀认识到文学与国民精神互为表里，“今欲

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

之文学”［32］。在陈独秀的支持与鼓励下，《新青年》成为

“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在1918、1919年表现出更多的

文学性，仿佛有向文学杂志转变的趋势。即使如此，它

并没有根本丧失文化杂志的性质，讨论思想、道德、学

术、政治、教育、女子等社会问题的文章仍然继续，只

不过文章数量减少一些。总之，文学革命只是《新青

年》文化启蒙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文艺栏及其文学革

命都没有改变它的杂志性质。随着白话文的胜利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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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实的日趋沉重，《新青年》就疏远文学而转向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宣传。

《新青年》成为机关刊物后，“新辟《俄罗斯研究》

专栏，从而更加集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33］。在这种情

况下，它没有因性质的变化而彻底摈弃文学，仍然刊

发同人的白话文学创作。《新青年》文学热情的减退与

文艺栏的固守，真实呈现了它的文化杂志面貌，即它

涉及政治、道德、文学、教育、学术等广泛知识领域。

《新青年》季刊时期彻底告别《新青年》这种文化性质，

成为真正纯粹的机关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

瞿秋白是一个热情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他始终支持蒋

光慈从事革命文学，也创作不少的革命文学作品，所

以，《新青年》季刊创刊时曾希望继承《新青年》的杂志

风格，希望刊载一些革命文学的作品鼓动青年的革命

情绪。但这种愿望与刊物的理论性质产生了冲突，可

能也有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新青年》

季刊被迫舍弃初衷而成为纯粹的共产主义理论刊物。

《新青年》的文化性质与季刊的理论性质，使它始

终重视社会现实问题与国家政治，文学革命成功后就

不断疏离文学潮流，后来甚至彻底摈弃文学而致力于

理论宣传。《新青年》两位主编陈独秀与瞿秋白对文学

的独有情钟，在文化杂志与理论刊物的性质规定及制

约中，就这样无奈地被割舍了。《新青年》疏离文学的

历程与其主编文学情怀的被压抑，隐喻晚清以来以文

学革新国民灵魂的文学革命运动的转型与终结，为社

会现实所迫的激进知识分子再次抛弃文学的幻想与

追求而选择直接的革命实践，把文学留给了专门从事

文学的文学家。

《新青年》疏离新文学潮流还受到“同人性质”的

重要影响。《新青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强烈的同

人倾向，首卷的主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刘叔牙、高

语罕、潘赞化、谢无量等人，多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

知识分子，“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34］。第二卷

新加入的李大钊、吴稚晖、胡适、刘半农、马君武、苏曼

殊、杨昌济等人，“与主编陈独秀熟稔和有一定交谊的

朋友”，“该卷‘圈子杂志’的色彩仍旧浓厚”［35］。1917年

《新青年》迁移北京编辑后，新加入的作者沈尹默、钱

玄同、章士钊、周氏兄弟等人，多为北京大学文科师

生，1919年后“所有撰译，悉有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
［36］。如果说，《新青年》从创刊至停刊都有“同人杂志”

的色彩与性质，作者群与主编都有或多或少、或直接

或间接的人事渊源关系，那么，《新青年》成为共产党

中央的理论季刊后“同人倾向”更为明显。《新青年》季

刊的主要撰稿人瞿秋白、蒋光慈、郑超磷、尹宽、彭述

之、周佛海、李季等，多是留苏归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

分子，他们成为季刊作者群的重要骨干，而不信仰共

产学说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深的作者都被摈弃

在“圈子”之外。

《新青年》的同人倾向与性质，使它仅刊载同人作

者的文学创作或翻译，不能积极吸收与壮大文学作者

队伍。《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以后，文学作者群始终

没有变化，小说作者仅为鲁迅、陈衡哲两人，白话诗人

仅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周氏兄弟、俞平伯等“尝

试”时期“半路出家”的作者。新文学创作中不断涌现

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新作家，如郭沫若、康白情、刘

延陵、汪静之等新诗人，如冰心、叶绍钧、郁达夫、许地

山等小说作家，如田汉、陈大悲、欧阳予倩、丁西林等

话剧作者，《新青年》杂志既不关注也不热情吸收。《新

青年》囿守同人态度，导致作者群弱小与文学创造力

匮乏，白话诗创作始终默守“胡适体”的规范与风格，

鲁迅的小说创作仍旧一味地抒发着他的孤独与感伤。

《新青年》的同人态度也使它不关心新文学的发展。在

1920年代初，白话诗已由胡适《尝试集》的写实性向郭

沫若《女神》的抒情性飞跃，小说创作由社会问题小说

向现代心理小说转型，新文学潮流由启蒙主义向革命

文学过渡。在这些新文学的发展变化中，《新青年》同

人的文学创作显得非常陈旧，也显得缺乏创新、发展

的愿望与力量；文学趣味的陈旧与保守态度，使《新青

年》跟新文学潮流的发展日益脱离，并且丧失推动新

文学发展的意志与力量，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被文学研

究会、创造社等社团取代。正像钱杏邨批评鲁迅的那

样，《新青年》同人的文学创作“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

创作实在不多”［37］。

《新青年》因为不能打破文化杂志的性质与同人

倾向的束缚，结果逐渐脱离新文学的发展潮流，给它

造成不幸的历史后果，逐渐失去在青年、社会与文学

中的影响力，导致杂志滞销甚或停刊的厄运［38］。这首

先表现在它的《文艺栏》不活跃、繁荣。《文艺栏》为几

个同人作者占据，始终不愿积极吸纳新文坛的后起之

秀，丧失了文学创造、发展的源泉与活力，丧失了推动

白话文学发展的热情与魄力，结果社会影响力被后起

的《少年中国》、《新潮》、《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晨

报副刊》等新文化刊物所遮掩、取代。其次，《新青年》

逐渐失去对社会、青年的影响力。20年代是青年的时

代也是文学的时代，五四过后青年人的新文化兴趣转

向了新文学，从1921到1923年的两、三年，全国就出现

35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

40多个文艺社团、50多种文艺刊物，而到1925年先后

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其刊物就有100多个。随着青年人

文学兴趣的高涨，杂志风格开始由文化性向文学性转

变，各种文艺社团的刊物文艺色彩非常浓厚。在这种

历史变化中，《新青年》背离时代文化潮流与青年心理

渴求，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愈来愈弱，即使它不因

激烈而被政府查禁，也会因影响力的丧失而被迫停

刊。《新青年》季刊的影响就远逊于《中国青年》，因为

后者编辑灵活并以大量文学作品活跃刊物。

《新青年》杂志及其文学革命的历史命运，让人们

看到它编辑思想的僵化与守旧，不能随社会文化的变

化而改变、发展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它呈现出十分鲜

明的“近代”杂志性质，即它是宣传主编、同人思想的

刊物而不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现代商业杂志［39］。因

此，它在文学革命成功后，因主编思想激进而走向马

克思学说的政治实践，就逐渐疏离新文学潮流从而丧

失影响力量。

参考文献:

[ 1]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1993年 ,第521、522页。

[ 2] [ 20] [ 23] [ 29] [ 36]王晓明编 :《批评空间的开创》,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 第187页、200页、191页、200页、第

192页。

[ 3] [ 34] [ 35]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3页、6页、11页。

[ 4]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版 ,第12页。

[ 5]费觉天:《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上所见的革命的

文学》, 1921年12月25日《评论之评论》1卷4期。

[ 6] [ 7] [ 13] [ 16]郑振铎 :《文学与革命》, 1921年7月30

日《文学旬刊》9号。

[ 8] [ 10] [ 15]之常 :《支配文学的文学论》, 1922年4月

2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5号。

[ 9]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1923年12月31日

《文学周报》103号。

[ 11] 费觉天:《答吾友郑西谛先生》, 1921年12月25日

《评论之评论》4期。

[ 12]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 1923年11月17日《中

国青年》5期。

[ 14]郑振铎 :《血和泪的文学》, 1921年6月30日《文学

旬刊》6号。

[ 17]郁达夫 :《艺术与国家》, 1923年6月23日《创造周

报》7期。

[ 18]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1923年12月22日

《中国青年》10期。

[ 19]张大明 :《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 四川文

艺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页。

[ 21]陈独秀 :《青年杂志社告》, 1915年9月15日《青年

杂志》1卷1号。

[ 2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

7卷1号。

[ 24] [ 30] [ 31]唐宝林、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 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116页、68页、71页。

[ 25]瞿秋白 :《新青年之新宣言》, 1923年6月15日《新

青年》季刊1期。

[ 26]该期发表了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创作的《赤

潮曲》和郑韦之翻译的俄国小说《阶下囚》。

[ 27]参见刘纳:《说说〈新青年〉的关系稿》, 《从五四走

来———刘纳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第69页。

[ 28]《中国青年》除发表邓中夏、恽代英、秋士、王秋

心、济川等人的文学论述文章外 ,还发表革命文学作品。自

第4期始至停刊 , 它发表瞿秋白、定一、沈泽民、蒋光慈、彭

士华等人创作或翻译的小说15篇 ,发表刘一声、朱自清、绍

吾、吴雨铭、日光等创作或翻译的诗歌19首 , 此外 , 还发表

凤歌等创作的戏剧、寓言作品。

[ 3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

卷6号。

[ 33]朱文华:《陈独秀评传》, 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 第

157页。

[ 37]钱杏邨 :《死去了阿Q时代》, 1928年3月1日《太阳

月刊》3期。

[ 38] 1917年底 , 《新青年》因发行不广 , 书社企图“中

止”, 陈独秀等人与之交涉 , 益群书社才勉强继续刊行。

1920年《新青年》脱离益群书社而独立 , 反映出陈独秀维护

《新青年》杂志不受商业利益影响与操纵的决心。《新青年》

的停刊与《新青年》季刊的不定期出版 ,也与它的社会影响

不广有一定关系。

[ 39]陈独秀始终维护《新青年》宣传编者的办刊用意 ,

极力避免它受社会及商业的影响与操纵。亚东书局与益群

书社因《新青年》销路不广多次要求停刊 ,都被陈独秀坚决

否定。《新青年》1920年7卷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 因页

数比平时多 , 群益书社决定加价 , 引起陈独秀不满 , 决定

《新青年》脱离群益书社。这些表现反映出陈独秀维护《新

青年》不受商业影响与操纵的决心。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陈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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